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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改变了产业的空间集聚吗?

———基于 280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考察

李 娅，侯建翔

(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通过将产业的异质性

与数字产业政策纳入分析框架，研究数字技术对产业空间布局的重塑机制和内在机理。基于 2011—2019 年

中国 280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 SDM 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数字技术显著影响了产

业的空间分布，但影响效应在不同行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促进制造业分散的同时强化了农业和生产

性服务业的集聚。此外，数字产业政策在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通过影响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

动，弱化了数字技术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下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经验支持，也

为数字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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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是聚集还是分散? 这是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经典问题。数字经济时代，当“数据作为

一种新的生产要素①”被纳入生产要素体系后，是否会对这一经典的研究命题赋予新的解释? 互联网

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1］，数据和信息作为除了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外的生产

要素投入到生产函数当中，实现了对传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空间组织方式的颠覆和冲击［2］。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 39． 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 6%，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分别为

8. 9%、21. 0% 和 40. 7%。数字化发展水平在三大产业的非均衡渗透比例，必然导致三大产业的产业

技术范式产生差异，使得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组合在不同产业间流动，改变产业的要素聚

集和空间聚集。2016 年数字经济在 GDP 中的占比首次突破 30%，与此同时，各省三次产业的空间集

聚程度均出现了明显的跳跃，制造业在 2016 年后呈现出由集聚到加速扩散的趋势，而农业和生产性

服务业在 2016 年后加速集聚( 图 1) 。这个“断点”的时间和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是吻合的。
从这个特征事实引发的思考是: 数字技术的运用是否改变了产业的空间聚集模式?

与此同时，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产业政策

在产业集聚、转移和扩散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来自中央的政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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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中央的产业政策“亦步亦趋”，导致在产业政策选择上越来越偏离自身比较优势［3］，造成了重复

建设和产业的分散布局［4 5］。另一方面，为保护本地产业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更多增加贸

易壁垒，禁锢辖区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引发恶性竞争［6］。那么当前的数字产业政策是否加剧了产

业同构的现象? 数字产业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否导致了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与分散? 本文将基于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产业差异化的空间动态重构这一特征事实，以数字技术的运用是否改变了产业的

空间聚集模式这一问题为主线，并结合中国式产业空间分布的特点，研究数字技术改变产业空间集聚

背后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产业政策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图 1 三次产业集聚趋势

二、文献综述

数字要素或数字资本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和连接方式［7］，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增长方

式和生产函数，也改变了经典的空间经济学生产函数中“地理距离”的重要性。Cairncross［8］提出了

“距离消失”假说，认为信息通用技术能够突破地理空间的束缚，产业集聚区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不可避

免地趋于分散。数字技术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搜寻成本［9］，上下游企业即使在空间上处

于分散，也能通过互联网技术随时随地交流从而产生关联效应，集聚的必要性降低，生产呈现出网络

化和离散化的趋势。王如玉等［10］指出，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善了信息、知识交流的手段和效率，产业集

聚的知识溢出不再依赖于地理空间。安同良和杨晨［1］观察到互联网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企业“集聚逆

转”的事实，从宏观效应与微观机制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互联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内在机理，

得出了互联网对企业具有吸引力，而快速上升的房价成为分散企业的力量这一结论。
虽然信息技术能够弱化地理空间，但是市场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仍然在产业布局中起着显著的，

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11］。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成本和空间聚集成本，网络具有的

强外部性和正反馈效应使得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临界值后形成规模效应［12］，因此产业会进一步向数

字资源丰富的中心城市集聚。此外，由于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在空间上分配不均，并存在显著的偏向

城市，这将使得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13］。发达地区会因数字化信息优势，倒吸邻近欠发达

地区的人才和资金，产生极化效应和虹吸效应，导致一些地区和群体被排斥于数字化进程之外［14］。
杜传忠等［15］对电商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条件是电商产业集聚的基本影响因

素，进一步证实信息技术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所以地理上的集聚仍然是当前主要的空间组

织形态。总之，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布局影响的研究仍然聚焦在“产业是趋于分散还是

集聚强化”的争论，但是对其作用机制和影响机理的解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分析理论和模型的

框架。
上述文献并未考虑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产业异质性导致的数字经济对各产业非均衡渗透的

问题。不同产业在产品属性、空间集聚内在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导致数字技术对各产业的空

间集聚产生完全相反的两种作用力。二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数字技术、数字资本以及劳动力

等流动的调节作用。政府作为参与经济运行的“准市场主体”，通过影响或限制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

与配置，对产业的集聚和空间分布产生深远的影响［16 18］。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 1) 通过引入数字技

术，构建一个 2 × 3 × 3 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探究数字技术对产业差异化空间分布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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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产业异质性和数字产业政策纳入分析框架，利用 2011—2019 年中国 280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分布有差异化影响这一观点，丰富了相关研究。( 3) 运

用 2011—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了数字技术重塑产业空间布局的微观机制。
三、影响机制和基础模型

( 一) 模型构建

本文以 Berliant and Fujita［19］和 Fujita［20］的模型为基础模型，参照徐翔和赵墨非［21］的方法，将数据

( D) 、数据资本( K) 和数字技术( q) 引入模型中，构建一个 2 × 3 × 3 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假定两个地区( i
= 1，2) 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且存在三个部门，农业部门 A，工业部门 M 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 S。经

济系统中存在三种要素: 工人( L) 、知识分子( H) 、数据( D) 。农业部门使用工人这一生产要素，制造业部

门投入工人和数据这两种生产要素，生产性服务部门投入知识分子这一生产要素。两地区中 L 为不变常

数，不能跨地区流动。H 可以在地区间流动，总数保持不变。数据从生产要素到数据资本的转化效率取决

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即大数据的储存、处理、分析等技术。数据通过式( 1) 的方式转化成数字资本。
Ki = qiDi ( 0 ＜ qi ＜ 1) ( 1)

1． 消费者行为

使用 C-D 函数表示消费者的效用，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 CES) 效用函数:

U = MμA1－μ ; 0 ≤ μ ＜ 1; M = ∫
n1+n2

0

mi ( v)
σ－1
σ[ ]dv

σ－1
σ = ∫

n1+n2

0

mi ( v) ρ[ ]dv
1
ρ

( 2)

其中，μ 为制成品的消费比重; M 和 A 分别表示消费的制成品和农产品数量; n1 + n2 为两地区产品

种类数量; σ 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σ = 1 / ( 1 － ρ) ，σ 越小，制成品的可替代性就越弱，企业的规模经

济效应越显著。假设经济体中无储蓄，消费者支出等于收入:

Ei = Yi = wL
i Li + wH

i Hi + wk
i Ki ( 3)

2． 生产者行为

地区 i 代表制造业的生产函数和利润函数:

TCi ( v) = c
ai
wLxi + Fi ( 4)

πi = pixi － Fi +
c
ai
wLamx( )i ( 5)

在成本函数( 5) 中，前半部分
c
ai
wLxi，表示制成品的边际成本，c

ai
表示数字技术对边际生产成本的

影响。Fi 为固定成本，包括数据 Di 和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中间产品知识 θi，两者在固定成本中的占比

为 λ 和( 1 － λ) ，即 λFi = Di，( 1 － λ) Fi = θi。为了简化分析，假设生产性服务业是完全竞争的，所有的

知识价格相同。wL 表示工人工资。设地区1 和地区2 的知识分子总量为1 单位，H1 + H2 = Hw，地区1 的

知识分子占比为 sh，地区 1 所有的知识量为:

N = shη ( 6)

η = ∫
S1

0
h( j) βdj + b1∫

1－S1

0
h( j) β[ ]dj

β
( 7)

η 为现存知识总量; β 为知识分子异质性，即创新效率; h( j) 为知识分子 j 拥有的知识量; b1 为地区

1 生产性服务业总体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 1 ＞ b1 ＞ 0) 。
3． 冰山运输成本

信息技术能有效降低企业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交易、搜寻等冰山运输成本，因此设冰山运输成本为

di
，di 表示信息技术对冰山运输成本的影响，其中 ＞ di ＞ 1，如果一种产品在地区1 生产，其出厂价格

为 p1，地区 2 的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为: p12 = p1 d1
，令 φ12 = d( )

1

1－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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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均衡条件

引入地区 1 和地区 2 的相对市场规模:

R =
E1

E2
=

snq1λ( Δ + φ12Δ
* γσ－1) + sh( 1 － λ) ( Δ + φ12Δ

* γσ－1) ［sh + b1( 1 － sh) ］β－1

( 1 － sn) q2λ( φ21Δγ
1－σ + Δ* ) + ( 1 － sh) ( 1 － λ) ( φ21Δγ

1－σ + Δ* ) ［( 1 － sh) + b2sh］β－1

( 8)

其中，γ =
a1

a2
，Δ =

SE

sn + φ12 ( 1 － sn )
，Δ* =

( 1 － SE )
φ21 sn + ( 1 － sn )

，sn 和 sh 为地区 1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份额。
( 二) 机制分析

1． 数字技术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

根据式( 8) ，数字技术通过以下四个微观机制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一是数字技术提高了企业的

利润水平。当 γ ＞ 1，即地区1 的数字化水平高于地区2 时，∂R
∂γ

＞ 0，数字技术实现了消费链和供应链之

间的智能互联，资源的智能匹配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生产的可变成本。二是数字技术扩大了企

业的数据资本。数据作为一种要素进入到生产函数当中，需要通过数字技术的处理、分析和知识发现

才能转化成数据资本，从而形成收益。∂R∂q1
＞ 0，表明地区数字技术越高，企业数据资本收益越高，从而

导致了数字资本的集聚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三是数字技术降低了冰山运输成本，缓解了产品跨区域贸

易的信息不对称。∂R∂d1
＞ 0，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产品的跨区域销售价格降低，这一竞争优势的

提升吸引更多的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四是数字技术增强了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

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成本进一步降低。∂R∂b1
＞ 0，表明随着数字技术使用次数的增加，信息可以实时的

交换和共享，类似于知识分子、知识这些投入要素呈现聚聚的趋势。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区域内

知识的溢出效应和创新效率，增强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产业集聚力进一步强化。
2． 产业的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三次产业在产品属性、生产方式和空间集聚内在动力三方面的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对其空

间分布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 图 2) 。

图 2 数字技术作用于三次产业的路径和特征对比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仅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其产出的服务大多是无形的数字代码，这种无形商

品和服务的传输几乎不需要任何地理运输成本，信息传输成本已经取代地理运输成本成为影响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的空间因素。然而，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的属性是有形的，其生产和消费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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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因此，运输成本依然是影响农业和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其次，制造业对诸如租金或其

他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敏感，过度集聚带来的市场拥挤效应是制造业集聚的分散力。相比之下，生

产性服务业受到房价和市场拥挤效应的影响较小，会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丰富的地区迁移，而这些地

区往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生产过程大多远离中心城市，租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

低，市场拥挤效应并不明显。再次，制造业更多的是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知识外溢是建立在资

本或劳动基础之上，因此制造业的集聚可以主要归因于金融外部性。数字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并不足

以抵消拥挤成本带来的分散力。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覆盖性扩展的情况下，接入鸿沟的

迅速填平增加了外围区域对制造业企业的拉力。对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集聚在一个区域

时，知识的溢出和创新效率最高，在此过程中，外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并未对该类型的产业产生吸引力。随

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自然禀赋条件对农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不断降低，以社会性集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集群

逐渐形成，但这类农业产业具有信息不对称、用户大规模分散、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能

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对农业产业链的解构与再造潜力巨大，吸引外地农业企业迁入。
3． 数字产业政策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产业政策作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可能通过以下两条路径。其一，数字产

业政策直接对产业空间布局产生影响。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相关数字企业入驻，促进了相

关的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向当地集聚。其二，数字产业政策通过提高当地的数字化水平，间接影响产业

空间布局。当考虑到各地政府间存在的竞争性行为时，当地的数字产业政策可能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产

业空间分布。地方政府一方面可能受到来自政治晋升的激励，在缺乏有效规划的情况下，通过税收等优

惠政策吸引相关企业入驻。但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发展模式较易背离当地比较优势，忽视产业在区域

间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进而加剧地区间产业的同质化趋势，弱化数字技术的空间扩散效应。另一方

面，为保护本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更多的优惠政策或者限制，对邻近地区设置经济壁

垒，使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辖区内，导致贸易自由的下降，阻碍了数字技术通过减少冰山运输成本促进

产业集聚的这一机制。
四、研究设计

(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数字技术对产业空间布局影响的理论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 SDM) :

Aggjit = ρW·Aggjit + βDigit + γXit + θWDigit + WXit + εit ( 9)

其中，Aggjit 表示 j产业在 i地区的集聚程度，Dig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X表示影响产业集聚程度

的控制变量，W 是空间权重矩阵。
( 二) 变量说明

1． 产业集聚程度

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来测度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其公式为:

Aggij =
qij / qi

qj / q
( 10)

其中，Aggij 表示 i 地区 j 产业的区位熵，qij 表示 i 地区产业 j 的规模，qi 表示 i 地区所有产业的规模，

qj 表示全国范围内产业 j 的规模，q 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规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产业就

业人数代表产业规模。
2． 数字技术应用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 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和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指标，并采用具有代表性的熵值法对

280 个地级市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进行测度。
3． 控制变量

( 1) 数字产业政策( Policy) 。本文参照吴意云和朱希伟［4］的研究，采用各省五年规划来测度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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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具体而言，在各省五年规划中若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视为“支柱产业”或“重点发展产业”，则判定该省在这五年内有

发展数字产业的政策导向。以此生成省级数字产业政策虚拟变量，并匹配到各个城市，同时基于各城

市所拥有的上述行业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数字产业政策强度。( 2) 全要素生产率( TFP) 。根据 Bald-
win and Okubo［22］的研究，企业存在区位自选择效应，即高生产率的企业会选择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

的中心区。因此本文以 Levinsohn and Petrin［23］的方法测量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控制区位自选

择效应。( 3) 政府规模( Gov) 。以各城市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4) 市场规模( Size) 。城市

夜间灯光的强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密度［24］，因此采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 DN 均值作为市场

规模的代理变量。
( 三)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信息产业年鉴》。采用插值法

和类推法补充缺失数据。通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最终得到 2011—2019 年中国 280 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
表 1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Agg1

( 1)

Agg2

( 2)

Agg3

( 3)

Dig
2． 512 － 0． 482＊＊＊ 0． 922＊＊＊

( 1． 24) ( － 4． 94) ( 5． 57)

Policy
0． 339 0． 030 5＊＊＊ 0． 060 4＊＊＊

( 1． 47) ( 3． 01) ( 3． 19)

ρ 3． 150＊＊＊ 0． 768＊＊＊ 0． 3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 － 4 392． 342 － 1 027． 587 1 981． 304
R2 0． 002 0． 017 0． 121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模型基于邻

接矩阵。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在构建 SDM 模型前，对产业集聚程度进行空

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的区位熵都具有显

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参照 Elhorst［25］的方法，

利用似然比检验法选择具体固定效应，最终构建了

SDM 双重固定模型。
表 1 中，Dig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Dig 对制

造业的估计结果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

技术对产业集聚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即促进了制造业

分散布局的同时强化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然而 Dig
对农业的估计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不同的空

间矩阵，进一步测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表 2 和表 3) 。

表 2 数字技术对产业空间集聚的直接效应

变量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 1) ( 2) ( 3) ( 4) ( 5) ( 6)

Dig
－ 0． 514＊＊＊ 0． 777＊＊＊ － 0． 290 0． 931＊＊＊ － 0． 441＊＊＊ 0． 939＊＊＊

( － 5． 06) ( 4． 60) ( － 1． 11) ( 5． 47) ( － 4． 23) ( 5． 63)

Policy
0． 088 2＊＊＊ 0． 029 4* 0． 035 3＊＊＊ 0． 058 5＊＊＊ 0． 116＊＊＊ 0． 018 1

( 9． 02) ( 1． 89) ( 3． 32) ( 3． 24) ( 16． 36) ( 1． 44)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列( 1) 、列( 3) 、列( 5) 的因变量

为 Agg2，列( 2) 、列( 4) 、列( 6) 的因变量为 Agg3。

考虑到数字技术对农业影响有限，本文主要考察其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总体而言，

Dig 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提高在促

进本地区制造业空间分散的同时，对相邻地区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

能有效降低制造业的冰山运输成本，形成了产业的分散力; 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经济欠

发达地区覆盖性的扩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外围区域对制造业的拉力。因此，制造业趋于加速扩散。
这一发现与图一中观察到的特征事实相符。相比之下，Dig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为

正，但间接效应在邻接矩阵中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技术可能对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虹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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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数字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却对邻近地

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表 3 数字技术对产业空间集聚的间接效应

变量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 1) ( 2) ( 3) ( 4) ( 5) ( 6)

Dig
0． 297＊＊＊ 0． 494＊＊＊ 48． 31 1． 195 6． 331＊＊＊ － 2． 610＊＊＊

( 3． 54) ( 3． 78) ( 0． 71) ( 0． 44) ( 4． 27) ( － 3． 36)

Policy
0． 0234＊＊＊ － 0． 0281＊＊ 1． 342 － 0． 463＊＊＊ 0． 143＊＊＊ － 0． 141＊＊＊

( 2． 91) ( － 2． 11) ( 0． 97) ( － 3． 35) ( 5． 14) ( － 4． 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 － 1 061． 654 1 973． 706 － 1 027． 587 1 981． 304 － 974． 443 1 987． 073
R2 0． 412 0． 173 0． 017 0． 121 0． 345 0． 11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列( 1) 、列( 3) 、列( 5) 的因变量

为 Agg2，列( 2) 、列( 4) 、列( 6) 的因变量为 Agg3。

( 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本文采用更换指标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以空间基尼系数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数作为产业集聚程度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代理变量。

表 4 更换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直接效应)

变量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 1) ( 2) ( 3) ( 4) ( 5) ( 6)

Dig
－ 0． 248＊＊＊ 0． 736 － 0． 293＊＊＊ 1． 176＊＊ － 0． 294＊＊＊ 1． 404＊＊＊

( － 2． 91) ( 1． 43) ( － 3． 41) ( 2． 15) ( － 3． 46) ( 13． 66)

Policy
0． 000 2 0． 007 5＊＊＊ 0． 000 1 0． 009 3＊＊＊ 0． 000 5 0． 000 6＊＊＊

( 0． 55) ( 8． 17) ( 0． 00) ( 10． 50) ( 1． 40) ( 4． 70)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列( 1) 、列( 3) 、列( 5) 的因变量

为 Agg2，列( 2) 、列( 4) 、列( 6) 的因变量为 Agg3。

表 5 更换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间接效应)

变量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 1) ( 2) ( 3) ( 4) ( 5) ( 6)

Dig
－ 0． 212＊＊＊ 0． 864＊＊ － 0． 223 3． 336 0． 044 5 － 1． 001＊＊＊

( － 3． 21) ( 2． 27) ( － 0． 23) ( 1． 37) ( 0． 19) ( － 3． 62)

Policy
0． 000 5 － 0． 005 8＊＊＊ 0． 004 4* － 0． 031＊＊＊ 0． 001 6 － 0． 000 1
( 1． 41) ( － 7． 75) ( 1． 78) ( － 8． 93) ( 1． 60) ( － 0． 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 10 939． 877 5 019． 987 10 913． 576 5 057． 592 8 967． 124 10 926． 981
R2 0． 073 0． 044 0． 017 0． 046 1 0． 129 0． 046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列( 1) 、列( 3) 、列( 5) 的因变量

为 Agg2，列( 2) 、列( 4) 、列( 6) 的因变量为 Agg3。

根据表 4 和表 5，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说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此

外，基于 OLS 估计的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 Halleck and Elhorst［26］ 的方法，以数字

技术空间滞后项的滞后一期( W × Dig－1 ) 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进一步地，借鉴黄群

慧等［27］、杨慧梅和江璐［28］ 的方法采用各城市在 1984—1992 年的邮电业务总量( Dig_IV) 作为城市数

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工具变量。表 6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的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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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所选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核
心变量与前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 6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 1) ( 2) ( 3) ( 4) ( 5) ( 6)

Dig
－ 0． 027 4 3． 082＊＊＊ － 0． 031 3 3． 086＊＊＊ － 0． 488＊＊ 3． 252＊＊＊

( － 0． 14) ( 23． 59) ( － 0． 17) ( 24． 89) ( － 2． 56) ( 24． 77)

W × Dig
0． 123＊＊ － 0． 077 1＊＊ 0． 200＊＊＊ － 0． 115＊＊＊ 0． 377＊＊＊ － 0． 131＊＊＊

( 2． 10) ( － 2． 02) ( 16． 36) ( － 14． 23) ( 14． 54) ( － 7． 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215 7 0． 263 7 0． 351 0． 447 4 0． 224 1 0． 494 4
F 统计量: Dig_IV 193． 46＊＊＊ 147． 78＊＊＊ 147． 78＊＊＊ 194． 59＊＊＊ 197． 65＊＊＊ 148． 57＊＊＊

F 统计量: W × Dig － 1 148． 33＊＊＊ 34． 45＊＊＊ 665． 40＊＊＊ 800． 20＊＊＊ 527． 55＊＊＊ 316． 97＊＊＊

DWH 检验 18． 578 4＊＊＊ 34． 205 0＊＊＊ 42． 207 8＊＊＊ 31． 255 6＊＊＊ 29． 213 6＊＊＊ 37． 25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列( 1) 、列( 3) 、列( 5) 的因变

量为 Agg2，列( 2) 、列( 4) 、列( 6) 的因变量为 Agg3。

( 三) 数字产业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数字产业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将这一发现归因于
“遍地开花”式的发展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29］。因此，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 Policy × Dig 交

互项，进一步验证数字产业政策与数字技术间的交互作用。具体见表 7。

表 7 加入交互项后数字技术与数字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 1) ( 2) ( 3) ( 4) ( 5) ( 6)

Dig
0． 112＊＊＊ 0． 095 1＊＊＊ 0． 191＊＊＊ 0． 092 3＊＊＊ 0． 947＊＊＊ 0． 602＊＊＊

( 5． 75) ( 4． 88) ( 10． 71) ( 4． 97) ( 5． 30) ( 4． 33)

Policy × Dig
0． 107＊＊＊ 0． 113＊＊＊ 0． 076 0＊＊＊ － 0． 026 2＊＊＊ － 0． 293＊＊＊ － 0． 195＊＊＊

( 17． 02) ( 17． 97) ( 14． 14) ( － 4． 91) ( － 5． 80) ( － 6． 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列( 1) 、列( 4) 为经济距离矩

阵，列( 2) 、列( 5) 为地理距离矩阵，列( 3) 、列( 6) 为邻接矩阵。

Policy × Dig 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数字产业政策强化了数字技术对当地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力，也弱化了数字技术对邻近地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地方政府

为了保护本地区目标产业的健康发展，通常会通过更多的优惠政策或者限制，对邻近地区设置经济壁

垒，使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辖区内。对于数字产业支持力度越强，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越严重，阻碍

了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弱化了数字技术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六 数字技术重塑产业集聚的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来自 CSMAR 数据库 2011—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根据公司地址将公司数据

和城市数据进行匹配，进一步检验数字技术重塑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计量模型如下:

Yijt = α + βdigct + δX + θi + μ j + Tt + εicjt ( 11)

其中，Yicjt 表示 j行业 t年 i企业的利润水平、数据资本和贸易自由度。dig 表示城市的数字技术应用

水平。X 控制了来自企业个体特征的混淆因素，包括企业年龄( Age)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资产负债率

( Lev) 和董事长持股比例( Gov) 。θi、μ j、Tt 分别表示个体、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 一) 利润水平

本文选取企业营业利润率来衡量企业的利润水平。此外，采用各城市在 1984—1992 年的邮电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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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量( Dig_IV) 作为工具变量。根据表 8，除了农业企业以外，Dig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

技术应用水平的增加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

表 8 数字技术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

变量
总样本 农业 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Dig
－ 0． 000 1 0． 020 8＊＊＊ － 0． 018 7 0． 004 2 － 0． 029＊＊ 0． 023 8＊＊＊ 0． 004 7 0． 037 8＊＊＊

( － 0． 00) ( 3． 09) ( － 1． 15) ( 0． 15) ( － 2． 13) ( 2． 19) ( 0． 51) ( 7． 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64 6 0． 404 7 0． 340 2 0． 338 8 0． 064 0 0． 365 1 0． 043 7 0． 069 4
观测值 20 436 19 852 470 477 9 519 9 154 3 849 3 80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 二) 数据资本

地区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决定了该地区企业拥有的数据资本存量和数据资本收益，地区数字技术

应用水平提高，数据资本存量和收益增加，形成了新的集聚力。本文采用企业使用数字技术次数乘以

全国网民规模作为衡量企业数据资本的指标。使用该指标的原因: 一是数字技术运用次数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该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二是用数字技术使用次数乘以全国网民规模符合式( 1) 中对数据

资本的定义。表 9 报告了回归结果，Dig 的系数除了列( 3 ) 以外，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城

市数字技术运用水平越高，企业的数据资本存量也更高。

表 9 数字技术对企业数据资本的影响

变量
总样本 农业 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Dig
0． 971＊＊＊ 0． 902＊＊＊ 1． 645 1． 856＊＊＊ 1． 592＊＊＊ 1． 578＊＊＊ 0． 787 1＊＊＊ 0． 758 9＊＊＊

( 7． 64) ( 11． 75) ( 1． 46) ( 2． 87) ( 3． 19) ( 6． 57) ( 3． 51) ( 2． 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455 0 0． 469 2 0． 218 7 0． 220 4 0． 030 3 0． 356 7 0． 381 2 0． 388 0
观测值 20 620 20 033 491 482 9 829 9 459 3 860 3 820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 三) 贸易自由度

借鉴刘烨和雷平［30］的研究，采用企业的销售费用率来衡量企业的“冰山”运输成本。企业的“冰

山”运输成本越高，说明企业在销售产品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越高。根据表 10，除了农业企业以外，地区

数字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企业的“冰山”运输成本，提高企业的贸易自由度。

表 10 数字技术对企业贸易自由度的影响

变量
总样本 农业 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Dig
－ 0． 028 8* － 0． 045 2＊＊ 0． 013 5 － 0． 001 5 － 0． 083 6＊＊＊ 0． 004 4 － 0． 022 5 － 0． 070 9＊＊＊

( － 1． 89) ( － 2． 04) ( 0． 41) ( － 0． 04) ( － 2． 90) ( 0． 29) ( － 0． 88) ( － 4． 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94 1 0． 202 5 0． 132 6 0． 083 3 0． 050 3 0． 161 2 0． 180 5 0． 119 3
观测值 21 311 19 870 482 504 9 757 9 388 3 847 3 807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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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数字技术对区域技术外部性的影响

变量
技术外部性( RE) 技术外部性( TE)

( 1)
OLS

( 2)
2SLS

( 3)
OLS

( 4)
2SLS

Dig
0． 056 4* 1． 654＊＊＊ 1． 784＊＊＊ 2． 163＊＊

( 1． 71) ( 2． 60) ( 2． 58) ( 2． 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81 9 0． 886 4 0． 752 3 0． 860 9
观测值 2 520 2 154 2 520 2． 2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 四) 技术外部性

根据技术外部性的两个来源构建相应的指标来

度量区域的技术外部性。式( 12) 表示区际研发的技

术外部性:

REi = W × RDj ( 12)

其中，REi 表示 i 城市的研发技术外部性，RDj 表

示 j 城市的科研活动费用支出，W 为地理距离矩阵。
式( 13) 表示专业技能人才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产

生的知识溢出，用各城市距离加权的人才总数 Tj 除

以距离加权的就业总数 Ej。
TEi = W × Tj /Ej ( 13)

表11 呈现了数字技术对区域技术外部性的回归

结果，Dig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运用水平越高的地区，技术的溢出效应越高。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核心观点表明数字技术具有“重塑”产业空间布局的力量。基于 2011—2019 年 280 个地级市

的实证研究发现: ( 1) 数字技术的运用显著影响了产业的空间分布，并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即促进

制造业分散的同时强化了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2) 数字产业政策在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同时，阻碍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且，数字产业政策还通过影响当地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进

一步强化对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虹吸效应。( 3) 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影响区域内企业的利润水平、
数据资本、贸易自由度和技术外部性，吸引企业入驻，重塑产业的空间布局。当前数字技术的应用对我国

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简单归结为集聚或分散，更多的是复杂重构。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 1) 各地区应利用数字技术，缓解区域间的信息不对称，积极

打破区域贸易壁垒和减少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减少政府对企业和劳动力流动的干预，处理好市场与政

府的关系。渐进式地改变区域恶性竞争格局，加强各地区间的产业结构优势互补。( 2) 当前数字经济

对三次产业的渗透率依然较低，且表现出“1∶ 2∶ 4”的非均衡渗透规律。因此，政府应大力推进各地区

企业，尤其是农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高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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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80 Cities

LI Ya，HOU Jianxiang
(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As a new method of resource allocation，digital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China's economic geospatial patter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digital technology reshapes the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es by incorporating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d digital industrial policie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mploys panel data for 280 cities from 2011
to 2019 to empirically analyze using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but this impact is heterogeneous across industries． It strengthens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productive services but promotes dispersion am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dditionally，digital industrial policies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loc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while weakening digital technology'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o neighboring
regions by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between reg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cludes a proposal for the formulation of digital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agglomeration; reshap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digital indust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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